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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发达国家以生物农业技术、农业信息技术和智能农机装备技术为主导的新农业科技革命正迅猛推进，其很大程度上得益于这些国家农业科技政策的引导支持。研究这些政策对我国相关政策制定具有重要参考价值。文章旨在厘清典型发达国家农业科技政策重点，梳理其为加快农业科技革命制定的政策措施，分析中国在新农业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中已有科技基础和政策制度，并与发达国家相关政策对比，进而总结不足并提出提升中国农业科技创新能力和产业竞争力政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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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Currently, the new agricultural technology revolution, dominated by biotechnology and information technology and intelligent machinery equipment technology, is booming in the developed countries, which is largely attributed to the successful agricultural S&T (science and technology) policy and industrial policy in these countries. The research on these policies have important reference value for the policy-making in China. This study aims at clarifying the strategic priorities in both agricultural S&T and industrial development in the developed countries,

combing their policy measures which has been applied to accelerate the revolution of agricultural S&T and industrial transformation, analyzing China's current base on S&T and policies to speed up the new evolution in agriculture, and comparing it with the relevant policies in developed countries, to put forward policy recommendations on improving China's S&T innovation ability and industrial competitiveness in agricultur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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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引言
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快与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国家间竞争日益激烈，科技创新能力成为国家竞争力的核心支撑，新一轮的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即将来临，全球科技创新开始进入创新范式 3.0 阶段，构建创新生态系统是该阶段的显著特征。中国已将科技创新提升到国家战略层面。在新一轮世界科技革命中，农业科技是科技革命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工业化和城镇化加速发展的新形势下，耕地、水等农业资源的刚性约束和生态环境恶化问题日益突出，加之“刘易斯拐点”的出现和人口红利的逐渐消失，以大量资源性生产要素消耗为代价、劳动密集型的传统农业生产方式难以为继，中国农业生产面临新常态。当前，世界各国以生物技术和信息技术为主导的新农业科技革命蓬勃兴起，根据自身要素禀赋结构的不同选择了差异化的技术模式，诸如美澳的农业机械化模式以及日韩的农业生物技术模式，这些国家成功的农业科技政策为提升中国农业科技创新能力和农业产业国际竞争力相关政策的创立提供有益启示。发展并完善中国现有的农业科技政策，对于营造良好的外部环境、提高农业科技研发能力和科技成果转化效率、促进农民增收进而推动农业产业转变发展方式、提高农业产业竞争力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中国农业科技政策发展变革始终伴随创新范式的演进升级。从改革开放到 21 世纪前，中国农业科技政策以政府支持为主要着力点，政府加大对中国农业机械化、化肥化、水利化等方面的资金投入力度，有效地提高了中国农业科技技术；该时期的农业科技政策强调政府支持与自行研发，该阶段呈现出封闭式创新的特征，政府支持重点突出表现在科研经费投入方面，此时中国农业科技政策属于创新范式 1.0阶段；新时期以来，中国农业产业发展迅速，市场化程度日益提高，政府对研发的重视程度逐渐加大，实施税收优惠、知识产权等框架性政策以保障国家创新体系的完善以及创新驱动的实现，强调产学研协同、政府与市场共同发挥作用，农业科技创新的关注重点也单纯从追求技术先进、产量提高向农产品质量效益并重、农业产业可持续方面转变，农业农村发展实现了历史性跨越，属于创新范式 2.0 阶段。创新范式 3.0 强调在系统的视角下进行创新活动，属于政府、市场以及社会共生式创新过程，更加重视资源整合与共生发展。现代农业是一个动态系统的概念，强调绿色农业、生物农业，要求不断拓展农业生产的广度与深度，从而形成系统性的农业产业体系，发展现代农业的相关科技政策制定应从创新生态系统的视角去审视。未来 5 到 10 年将是全球新一轮农业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关键时期，因此本研究旨在厘清典型发达国家的农业科技政策重点以及发展路径；梳理发达国家为促进农业科技革命和农业产业变革制定新政策与新措施；分析中国在新农业科技革命和农业产业变革中已有的科技政策制度，并与发达国家进行比较；最后归纳我国新兴农业科技政策的发展方向。
2.有关国外农业科技政策的研究进展
现阶段有关国外农业科技政策的研究进展主要从国外学者关于农业科技政策的研究以及国内学者对国外农业科技政策的研究两个方面展开。
一是国外学者关于农业科技的研究。国外对农业科技政策的研究起步较早，较为成熟，主要集中于政府引导支持、农业科技政策对农业产业发展的影响以及农业科技政策效果的影响因素分析等方面。（1）关于政府政策引导促进农业发展的研究：政府加大高素质人才培养及引进政策是促进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过渡的内在动力，较之于更为成熟的其他产业市场，农业市场由于其弱质性更易产生信息不对称以及外部性等市场失灵问题，而政府政策的引导支持可以有效的缓解这些问题[1-3]，农业产业的不确定性，决定了政府须制定完善的农业科技政策以解决农业市场上出现的外部性、信息不对称等市场失灵问题以及缺乏平台支持、融资困难等基础问题 [4,5]，政府政策的引导支持是促进农业产业发展的外在决定力。（2）关于农业科技政策促进农业现代化制度保障的研究：农业现代化的发展是农业资源、农业技术、外部环境以及制度保障多维度共同影响的结果，政府农业科技政策的制定与执行对农业现代化发展提供有力的制度保障[6]，农业科技政策通过对农业技术以及农业制度的诱致性变化促使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变。Hung [7]通过对美日等农业发达国家的分析，认为农业资源、农业技术决定了一个国家农业发展的基础（属于基础因素），但农业产业健康稳定发展的关键在于农业科技政策的落实（属于制度保障因素），即资源及技术属于农业现代化发展的内在因素，而农业科技政策则通过调整农业发展的侧重点来促进农业现代化的发展。相对于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在发展自身农业时更需要农业科技政策的保障[8]。Mondal 和 Basu [9]提出农业科技政策的落实是印度建设农业现代化的重中之重与根本保障。（3）影响农业科技政策效果的因素研究：舒尔茨 [10]认为农业科技政策的制定与实施包括农业科研政策、农业中介机构政策、农业人才培养政策以及第三方农业机构政策等，农业部门必须加大对农业科技政策的支持力度，同时认为技术创新是引导了农业科技政策的发展。
二是国内学者对国外农业科技政策的研究。现阶段关于对国外农业科技政策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对美日德等发达国家。（1）关于美国的相关研究。关仲奇 [11]研究认为美国农业科技政策具有目标明确、研究领域广泛、关注重点前沿等特点，包括全国计划与协调政策、确定研究项目内容政策、确立研究重点政策、研究项目执行与管理政策、检查与评价政策等方面。尹国英 [12]研究发现美国农业科技的重点领域与目标主要包括生产率研究、农业体系综合研究、环境质量以及促进乡村发展和农产品贸易等方面；同时，美国农业科技政策极为关注农作物转基因和转基因作物的安全性评估，提出了“后基因组”研究战略。汪飞杰 [13]认为美国农业科研体系具备布局合理、分工明确、运转高效、投入主体明确、方式科学、科研与生产结合紧密、成果转化率高等特点。柏振忠 [14]认为美国农业科研政策属于典型的产学研结合型。李敏 [15]研究认为完善的法律法规、充足的资金保障以及良好的教育政策有效促进了美国农业科技政策的落实。（2）关于日本的相关研究。日本在农业经济立法、实施倾向性财政金融政策、重视发展农业科技和农业教育、鼓励推动协同组织等方面的经验值得借鉴[16]；王锐和周海川 [17]认为日本十分重视科学技术制度改革，把推进科学技术活动的国际化作为重要政策，且日本的农业财政补贴政策属于农业科技政策中重要组成部分，对保证农产品竞争力有重要作用；李敏 [15]认为法律是日本现代农业科技政策的保障，资金是构建日本农业科技政策的基础，农业人员教育是日本现代农业科技政策的核心。（3）关于德国的相关研究。柏振忠 [14]认为德国农业科技政策比较侧重信息生态，主要包括开发并应用农业信息技术、开发并应用现代农业生物技术以及实施生态农业发展计划三个方面，在德国农业现代化建设中，以政府为主导、科研单位为主体以及学术独立为核心的政策导向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4）关于韩国的相关研究。王慧军 [18]指出韩国农业科技政策制定包括重视教育和农业投入、关注产学研结合、重视农业机械化、重视农业生态环境以及农业管理机构精简等方面。姜爱林等 [19]表明通过三级立法体制，韩国形成了较完善的农业农村法律体系。同时，韩国通过设置农村振兴厅以加强农村建设、农民教育与农业组织立法，其农业产业的持续性发展依赖于农业科技教育的发展以及农业法律法规的保障[20]。（5）关于法国、以色列等国家的相关研究。柏振忠 [14]认为法国建立了完善的产学研农业科技体系，强调农业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加强农业产前、产中、产后链条式服务，是典型的链条式环保型农业科技发展模式。同时，法国十分重视农业科研与农业教育，法律、资金与教育是保障法国农业科技政策顺利落实的重要因素[15]；为适应现代农业的发展需要，推动综合研究以及跨学科研究，以法国农业科学院为主导的“Meta 计划”将涉农企业、食品、教育等进行了有机整合，形成了耦合互动的综合体 [21]。李干琼和许世卫 [22]认为以色列农业科技政策的成功得益于其对机械化、生物技术以及信息技术的重视。陈宁远等[23]研究认为印度的农业科技政策旨在构建组织规范、运作高效的集科研、推广以及教育为一体的协同体系，并提出我国应深化农业科技体制改革，发挥政府的主导地位；加强农业科研、教育和推广的结合，实现各环节的连接；优化农业科技服务推广形式，加大科技宣传力度；此外，鼓励私营部门参与也是印度农业科技政策的一大亮点。
3. 国内有关农业科技政策的研究进展
现阶段国内学术界对于中国农业科技政策以的研究主要从中国农业科技政策阶段性与演变研究、中国农业科技政策重点及存在的问题研究、中国农业科技政策对策建议研究、农业产业发展与构建现代农业的农业科技政策研究四个方面展开。
第一，中国农业科技政策的阶段性与演变研究。许莹莹 [24]将中国农业科技政策分为农业科技政策的调整时期（1978-1990），特点是以恢复农业科技地位的政策导向和农业科技体制改革为主；农业科技政策的深入调整及创新时期（1990-2003），提出并实施了“科教兴农”战略、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技术推广法》，使农业科技政策上升为法律，同时，加强农业科技对可持续发展战略的支撑作用。从政策取向上看，在这一时期还强调农业科技政策对农业领域的“绿色革命”导向；农业科技政策的全面调整时期（2003 年至今），主要针对农业科技研发、农业技术推广与转化、农业科技人才培养等方面提出了更高的政策需求。黄敬前和郑庆昌 [25]将中国农业科技发展分成“奠定基础”、“消弱”、“恢复建设”、“改革创新”四个阶段，认为中国农业科技政策的特点包括重视农业科技工作、完善农业科技服务工作以及加快农业体制机制创新，历年的“中央一号文件”也强调科技创新在农业科技政策中的作用， 2010年强调提高农业科技创新和推广能力，2011年强调强化水文气象和水利科技支撑，2012年一号文件强调强农惠农富农政策，2013年一号文件强调“统筹城乡、四化同步”，2014年一号文件强调农业补贴政策，2015年以及2016年一号文件聚焦农业现代化建设，2017年一号文件聚焦农业供给侧改革。傅晋华 [26]认为“十六大”之后，我国农业科技政策关注的重点不再局限于涉农企业科技政策、农民培训科技政策以及农业技术推广政策等方面，也加大了了对农业科技创新政策的聚焦。
第二，中国农业科技政策的重点及存在问题研究。（1）政策重点。从改革开放到新世纪这一阶段，中国农业科技政策关注的重点主要包括农业科技研究、农业技术选择以及农业科技推广等方面[27]。步入 21 世纪后，中国农业科技逐渐开始关注知识产权保护、农业市场化发展、土地利用、风险投资以及国际交流与合作等方面[28]。伴随国家对农业创新重视程度的提高，财税政策、金融政策以及法制政策也逐渐成为中国农业科技政策所关注的重点[29,30]；邢美华等 [31]提出中国农业科技政策关注的重点开始向农业科技人才政策、农业产业化政策以及农业科技投入政策转变，对人才及农业产业化的重视程度不断加大。（2）存在问题。徐秀丽等 [32]认为中国农业科技政策存在农业科技投资均一化，农业科技体系分散、缺乏协调，农业科技资金使用异常等问题。张文棋等 [33]认为农业科技政策中的金融支持政策并没有完全解决农业科技创新投入不足的问题，金融对农业科技创新的支持仍处在探索阶段。龚永丽 [30]提出农业科技政策中的财税政策设计不够合理，缺乏系统性、导向性和前瞻性；鲁钊阳[34]研究发现，财税政策的制定综合考虑“质”与“量”，忽略“质”易导致财税政策效力不足。同时，农业产业发展中法制化建设稍显滞后以及存在着立法不够明确、执法不够严格、法律规定的权责不清晰以及后续监督乏力等问题，也严重影响了农业科技政策的落实[29]。此外，中国农业科技政策还存在结构化不明显[35]，农业科技政策体系建设存在时滞性、重叠性[29]，不符合农业现代化发展的导向[36]，科学性不高、系统性较差、实用性不强以及绩效性较低[37]等问题；定位不清晰、目标不明确[38]以及创新性较差[39]等问题；同时，还存在局部利益不符合整体利益的要求、短期利益与长期利益不相匹配以及具体农业科技政策的目标差异问题以及农业科技政策在传播方面的问题，具体表现在政策传播缺乏完备的主体意识、政策传播缺乏顺畅的渠道建设以及政策传播缺乏明确的客体导向方面[40]。
第三，完善中国农业科技政策对策建议研究。主要从加强法律体系保障、完善制度建设与保障机制、推进技术服务体系建设、促进科技与产业相结合四个方面展开。（1）加强法律体系保障。为实现农业在科技的引导下取得更好的成果，农业科技政策的法制化取向将是一个必然的选择；当前中国农业科技政策体系的法制建设还稍滞后，影响了农村科技政策的落实，为此应构建完善的农村科技政策体系内外部法制和法制机制[41,42]。（2）完善制度建设与保障机制。李小云 [43]认为中国农业科技政策应以诱导型制度变迁为主要手段，将更趋向于制度化的政策激励而非物质化的项目激励。田维明 [41]认为多层次的农业教育和职业培训是入世后完善中国农业科技政策的重点。随着农业市场化进程的不断深化以及对研发重视程度的加大，金融支持农业科技政策发展（包括完善融资渠道、建立风投机制以及完善风险保障机制）以及人才培养成为完善中国农业科技政策的新趋向[35]。（3）推进技术服务体系建设。金娟霞和洪叶 [39]提出农业科技政策应服务于现代农业的全产业链、建立新型农村科技创业服务体系以及促进农业科技与现代要素的有机结合等对策建议。李小云等[43]从改善小农生计的角度出发，认为农业科技政策应该坚持“以农民为中心”，坚持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提高为农户技术服务的能力。郭亮峰 [40]认为农业科技政策中的差异问题制约了农业现代化发展，因此提出了合理设置推广机构、以需求为核心，完善农业科技市场。邹弈星等[44]研究认为农业科技服务业对于转变农业发展方式和加快发展现代农业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在农业科技服务业发展中要注重培育服务主体、整合服务资源、加强人才培养、加大经费投入和推动行业均衡发展。（4）促进农业科技与产业相结合。毛一剑等 [45]对国家制定的促进农业科技发展的政策进行了总结，认为中国农业科技政策应重视生物技术、信息技术，进行集约化发展，重视粮食安全以及机械化。李春红 [36]认为现阶段中国农业科技政策制约了农业现代化发展，并认为农业科技政策应以支持农民生计改善为导向，调整并创新农业科技投入政策、农技推广政策。张永亮和刘峰 [37]提出为促进中国农业现代化，中国农业科技政策应准确把握农业科技政策的价值取向、努力完善农业科技政策的体系框架、积极健全农业科技政策的运行机制、全面推进农业科技政策的绩效评估以及认真落实农业科技政策的组织执行。郭强（2013）[45]基于对中国农业科技政策的回顾，提出农业科技应服务于现代农业的全产业链、加强科技资源的统筹协调、农业科研机构分类改革应不断深化、加快建立新型农村科技创业服务体系以及促进科技与金融等现代要素的有机结合。陈香玉等[46]研究认为完善我国农业科技政策必须发挥农业科研院所的公益性，发挥农业科研院所的技术性。
第四，战略性新兴农业科技领域政策的研究。农业现代化的发展离不开科技的进步，科技是保障农业现代化发展的基础力量。近年来国内外以智能农机装备为代表的农业机械化技术以及以基因技术为代表的农业生物技术发展迅速。21 世纪初，国家农机补贴政策的出台，有效的促进了中国农业机械化全面协调快速的发展[47]。现有政策研究较少涉及中国生物农业技术、农业信息技术和智能农机装备技术等战略性新兴农业科技领域。经过最近 10 年的发展，中国农业机械化实现了农机发展区域化、农机农艺一体化、农机服务产业化，农机装备结构有新改善、农机化科技创新有新突破[48]；中国农业机械化未来的发展总态势是由农业生产全程机械化向智能农业机械化进军。生物育种、生物农药以及生物饲料等新技术的推广应用在缓解资源环境压力以及解决粮食安全方面起到了很大的作用，世界各国均把农业生物技术视为提高未来国家竞争力的重要战略选择[49,50]。农业生物技术成为中国构建农业现代化的科技核心之一，自 2008 年国务院提出“转基因生物新品种培育科技重大专项”以来，中国培育了一大批重大转基因生物新品种，生物农业逐渐发展成为中国生物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51]。与此同时，中国也建立了较为完善的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管理法规体系。但在科研体系方面仍存在一些问题，Huang等 [52]通过对中国所有转基因专项承担单位的普查，发现中国的转基因农作物技术研发存在上中下游脱节的现象。周克 [53]过对中国棉花主产区生物防治问题的研究发现，作物害虫的天敌具有很高经济价值，提出了建立以繁育天敌为对象的生物防治产业的对策措施。因此，为更好地发展农业机械化技术以及农业生物技术，更有力的助推实现中国农业现代化，农业科技政策的支持则显得尤为重要。
4.简要述评与展望
综上所述，国外学者研究得出农业科技政策是解决市场失灵系列重要政策的组成部分，是推动农业产业由传统产业向现代农业转变的内在动力；国内研究则集中于国外经验借鉴、国内农业科技政策和产业政策的演变、支持方向、存在问题及对策建议等方面。从整体上看，已有研究对梳理总结国内外农业科技和产业政策的进一步研究具有很好的借鉴意义，但仍存需要改进的方面：第一，现有关于农业科技政策方面的研究大多侧重科技政策本身，鲜有研究将农业科技政策和农业产业情境相结合，来分析农业科技政策，导致现有文献中提出的对策建议的实践操作性不强；第二，现阶段中国有关战略性新兴农业科技政策的研究较少，为数不多的文献也主要集中在生物育种方面；第三，目前中国尚处于创新范式 2.0 向创新范式3.0 过渡与创新范式2.0的实践完善阶段，因此现有关于农业科技政策和产业政策的研究范式基础多为创新范式1.0以及创新范式2.0，较少有基于创新范式 3.0的视角对农业科技政策进行研究。第四，基于我国农业生产的地域性，不同区域的气候条件、要素禀赋结构均有所不同，农业生产情况也存在差异，因此，我国在农业科技政策制定过程中是否应因地制宜，考虑政策的地域性，值得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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